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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情绪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及调节策略* 

程  瑞  卢克龙  郝  宁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上海市心理健康与危机干预重点实验室, 上海 200062) 

摘  要  以两个实验考察愤怒情绪对恶意创造力表现的影响及作用路径, 并探究调节愤怒情绪对削弱恶意创造

力表现的效应。实验 1 比较愤怒、悲伤、中性情绪下个体恶意创造力表现的差异, 发现愤怒情绪下个体生成更多、

更新颖的恶意观点, 情绪唤醒度和内隐攻击性中介了愤怒对恶意创造力表现的影响。实验 2 探究不同情绪调节策

略(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如何影响愤怒个体的恶意创造力表现, 发现认知重评组和表达抑制组的恶意创造力表现

比无策略的控制组水平更低, 情绪唤醒度和内隐攻击性中介了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对个体恶意创造力表现的影响。

上述结果表明, 愤怒情绪通过提升内隐攻击性和情绪唤醒度进而促进个体恶意创造力表现, 而认知重评和表达

抑制策略可作为削弱愤怒个体的恶意创造力表现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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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造力通常指在特定环境下个体产生新颖的

(独创的、预想不到的)和适宜的(不超出条件的限制

且有用的)思想及产品的能力(Runco & Jaeger, 2012)。

一直以来, 创造力似乎自带“利于个人, 益于社会”

的天然光环。然而, 创造力如果被恶意使用, 也可

能对个人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即创造力有其“阴

暗面” (A. J. Cropley, 2010)。恶意创造力(malevolent 

creativity)是创造力“阴暗面”的典型表现 , 其指蓄

意伤害他人、财产、过程和象征物等的创造力(D. H. 

Cropley et al., 2008; Plucker et al., 2004)。恶意创造

力与一般创造力有紧密联系, 两者均要求个体生成

新颖且有用的观点或问题解决方案。先前研究发现

一般创造力能够正向预测恶意创造力(Hao et al., 

2016; Hao et al., 2020; Perchtold-Stefan et al., 2020)。

在此意义上 , 一般创造力可能是恶意创造力的基

础。另一方面, 恶意创造力要求个体的动机指向蓄

意伤害其他对象, 这与一般创造力有所不同, 两者

同某些因素的关系模式也存在差异。例如, 研究发

现恶意创造力与攻击性水平有正相关, 但一般创造

力与攻击性水平并不存在相关(Hao et al., 2016; Hao 

et al., 2020)。 

恶意创造力的产物非常普遍, 小至新型诈骗、

洗钱行为, 大至谋杀、恐怖袭击等。揭示恶意创造

力的影响因素, 探寻有效的调节策略以降低恶意创

造力对社会的潜在危害 , 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

义。恶意创造力表现可能受到不公平情境、情绪智

力、动机趋向性等因素的影响 (Gill et al., 2013; 

Gutworth et al., 2016; Hao et al., 2020; Harris et al., 

2013), 也可能受到个体情绪状态的影响。特别是, 

愤怒情绪很有可能影响个体的恶意创造力表现。一

方面, 恶意创造力通常要求个体蓄意伤害其他对象, 

而伤害行为往往会被愤怒情绪所诱发(Anderson & 

Bushman, 2002); 另一方面, 过往研究表明愤怒情

绪会促进一般创造力表现(Russ & Kaugars, 2001; 

van Kleef et al., 2010)。上述发现提示我们, 愤怒情

绪可能是影响恶意创造力的重要因素, 而探讨愤怒

情绪如何影响恶意创造力表现是一个有趣且新颖

的研究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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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愤怒情绪影响恶意创造力的路径, 可从情

绪唤醒度和内隐攻击性两个角度来分析。其一, 一

项元分析(Baas et al., 2008)指出, 低唤醒度且趋近

定向的消极情绪(如悲伤)对一般创造力表现无显著

影响, 高唤醒度且回避定向的消极情绪(如害怕和

焦虑)会降低认知灵活性进而抑制一般创造力表现; 

而愤怒作为一种高唤醒度且趋近定向的消极情绪

状态(Baas et al., 2008; Lang, 1995; Russell, 2003), 

会促进一般创造力表现。研究者认为愤怒情绪增强

了个体的认知状态(唤醒度提升), 使个体调动更多

认知资源参与到当前任务中, 进而促进个体的一般

创造力表现。基于同样逻辑, 可以推测, 在恶意创

造力任务过程中, 当个体的愤怒情绪被诱发时, 情

绪唤醒度的提升可能会使个体调用更多的认知资

源参与当前任务中, 进而提升恶意创造力表现。也

即, 情绪唤醒度可能在愤怒影响恶意创造力表现的

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二, 愤怒情绪与个体的

高攻击性水平相关 (Anderson & Bushman, 2002), 

可以预测个体的攻击偏好(Molho et al., 2017)。受社

会赞许效应影响, 个体攻击性具有启动性和内隐性

(Richetin & Richardson, 2008)。Harris 和 Reiter-Palmon 

(2015)的研究表明高内隐攻击性水平能显著预测恶

意创造力表现。据此可推测, 内隐攻击性水平可能

在愤怒情绪影响恶意创造力表现的过程中也发挥

了重要作用。 

若愤怒情绪促进恶意创造力表现, 则调节愤怒

情绪以削弱个体的恶意创造力便具有重要的社会

意义。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是指调整或改

变情绪状态的出现、强度和持续时间的一系列认知

加工过程(Eisenberg et al., 2000; Gross & Thompson, 

2007)。认知重评(cognitive reappraisal)与表达抑制

(expressive suppression)是最为常用且有效的两种

情绪调节策略(Webb et al., 2012)。前者指从其他角

度赋予情境以新的意义, 重新解释情境刺激, 从而

改变情绪状态(Gross & Thompson, 2007); 后者指有

意地压抑即将发生或者正在进行的情绪表达(Gross, 

1998)。研究表明, 这两种策略均可有效调节消极情

绪, 但效果存在差异(Goldin et al., 2008; Ray et al., 

2008)。我们认为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亦可有效调

节愤怒情绪 , 对愤怒个体的恶意创造力表现产生

影响。 

综上, 本研究聚焦于探讨愤怒情绪对恶意创造

力表现的影响, 及情绪调节策略对愤怒个体的恶意

创造力表现的削弱作用。具体而言, 拟探究以下 2

个科学问题: (1)愤怒情绪对恶意创造力表现的影响

及作用路径为何？(2)若愤怒情绪促进恶意创造力

表现, 则情绪调节策略能否削弱愤怒个体的恶意创

造力表现及作用路径为何？实验 1 通过自传体回忆

任务分别诱发 2 组被试的愤怒情绪和悲伤情绪, 并

设置 1 组中性情绪对照组。悲伤和愤怒都是与目

的(或成就)未达成状态相关的情绪状态, 且均与促

进定向 (promotion focus)的自我调节策略联系密 

切——专注于追求或达成某一目的, 因而反映了一

种 趋 近 的 动 机 倾 向 (Carver, 2006; Higgins, 1997, 

2001, 2006)。也即, 悲伤是低唤醒度、趋近定向的

消极情绪, 愤怒是高唤醒度、趋近定向的消极情绪, 

故前者可作为后者的消极情绪对照。3 组被试分别

完成恶意创造力任务和一般创造力任务, 并完成偏

好组词任务和主观情绪自评量表以测量内隐攻击

性水平和情绪唤醒状态。比较愤怒、悲伤、中性三

种情绪状态下的个体在一般创造力表现及恶意创

造力表现上的差异, 检验愤怒情绪是否通过内隐攻

击性和情绪唤醒度对恶意创造力表现产生影响。实

验 1 假设: (I)愤怒情绪会促进恶意创造力表现, 内

隐攻击性和情绪唤醒度均可能是愤怒影响恶意创

造力表现的路径。实验 2 首先以自传体回忆任务诱

发个体的愤怒情绪, 而后要求被试分别使用认知重

评和表达抑制策略进行情绪调节, 并设置无情绪调

节的控制组。比较 3 组被试在情绪诱发阶段和情绪

调节阶段的恶意创造力表现差异, 并检验情绪调节

策略是否通过情绪唤醒度和内隐攻击性对愤怒个

体的恶意创造力表现产生影响。实验 2 假设: (II)情

绪调节策略可有效削弱愤怒个体的恶意创造力表

现, 而这种削弱作用可能是通过情绪唤醒度和内隐

攻击性两条路径产生的。为排除个体的一般创造性

潜能、恶意创造性潜能和日常攻击性水平等因素对

实验结果的影响, 两个实验均对上述变量进行了测

量, 在数据处理时对其效应进行了分析。该研究已

获得华东师范大学人体实验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

号: HR 084-2018; 281-2019)。 

2  实验 1: 愤怒情绪对一般创造力和
恶意创造力的影响 

2.1  被试 

共招募 102 名被试, 其中女性 84 名, 男性 18

名(年龄: M = 20.51 岁, SD = 2.21 岁)。被试被随机

分入愤怒、悲伤和中性情绪 3 组, 性别比例在组间

平衡(每组女性均为 28 人, 男性均为 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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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实验任务和工具 

使用非常规用途任务(alternative uses task, AUT)

评估个体的一般创造力表现。AUT 要求被试尽可能

多地报告某个日常用品的新颖用途(Runco et al., 

2016)。例如“蜡烛有哪些新颖用途?”本实验通过流

畅性(fluency)和新颖性(originality)两个指标对一般

创造力表现进行评估(Runco et al., 2016; Runco & 

Acar, 2012)。流畅性指被试生成有效观点的数量。

新颖性指生成观点的新颖程度。评分者根据每个观

点在实验样本中出现的频次对新颖性进行赋分。具

体而言, 对于出现频次为≤1%, 1%~5%, 或>5%的

观点, 分别赋值 2、1 和 0 分(Hao et al., 2017; Runco 

et al., 2016)。以每名被试的所有观点的新颖性得分

总和, 作为其最终新颖性得分。 

使用恶意创造力任务(malevolent creativity task, 

MCT)评估个体的恶意创造力表现。MCT 改编自现

实情境任务, 要求个体为某一开放性现实问题尽可

能多地报告新颖且恶意的解决方案(Hao et al., 2020)。

例如“小王暗恋一个人很久, 此时却突然出现了情

敌, 请想出破坏情敌形象的新颖方法。”本实验通过

流畅性、新颖性和伤害性(harmfulness)三个指标对

恶意创造力表现进行评估。流畅性和新颖性评分同

AUT 评分程序。伤害性指生成观点的伤害性程度。

5 名评分者各自就每个观点的伤害性进行 5 点评分

(评分者一致性系数 ICC = 0.84)。每个观点的伤害

性得分为 5 名评分者的评分均值。以每名被试的所

有观点的伤害性得分均值作为其最终伤害性得分。 

使用偏好组词任务评估个体内隐攻击性水平

(朱婵媚 等, 2006)。该任务共 25 个试次, 每个试次

由一个探测字和三个目标字组成, 目标字包含一个

可与探测字组成攻击性词语的字、一个可与探测字

组成中性词语的字和一个干扰字。每个试次中, 如

果被试选择与探测字组成攻击性词语的目标字, 则

记 1 分, 其他选择记 0 分。总得分越高, 表示个体

的内隐攻击性越高。 

使 用 主 观 情 绪 自 评 量 表 (Self-Assessment 

Manikin, SAM)评估个体的愉悦度与唤醒度水平

(Bradley & Lang, 1994)。被试需要对自身情绪的愉

悦度(1 代表“很难过”, 9 代表“很开心”)和唤醒度(1

代表“很平静”, 9 代表“很激动”)进行 9 点评分。使

用积极与消极情绪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PANAS)测评个体的十种情绪状态(Bradley 

& Lang, 1994; Watson et al., 1988)。被试需要对自身

情绪状态(1 代表“一点也不”, 9 代表“非常”)进行 9

点评分。 

使 用 Buss-Perry 攻 击 性 量 表 (Buss-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BPAQ)评估个体日常状

态下的攻击性(Buss & Perry, 1992)。被试需要对 22

个条目描述进行 5 点评分(本实验中内部一致性系

数 Cronbach’s α = 0.84), 分数越高代表攻击性越

强。使用创造力行为量表(Runco Ideational Behavior 

Scale, RIBS)评估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创造性行为

倾向(Runco et al., 2001)。被试需要对 19 个条目描

述进行 5 点评分(本实验中 Cronbach’s α = 0.83), 分

数越高表示一般创造力潜能越高。使用恶意创造力

行 为 量 表 (Malevolent Creativity Behavior Scale, 

MCBS)评估个体的恶意创造性行为倾向(Hao et al., 

2016), 被试需要对 13 个条目描述进行 5 点评分(本

实验中 Cronbach’s α = 0.90), 分数越高表示恶意创

造力潜能越高。 

2.3  实验程序 

被试先完成前测 SAM 和 PANAS。接着, 愤怒

和悲伤情绪组被试完成自传体回忆任务 (Brewer  

et al., 1980), 分别诱发愤怒情绪和悲伤情绪; 中性

情绪组被试仅需完成对照任务(即详细记录一天的

日程)。情绪诱发过程时长 5 分钟。情绪诱发后, 被

试再次填写后测 SAM 和 PANAS。而后, 被试需要

以口头报告的形式完成 1 个 MCT 和 1 个 AUT。口

头报告内容由录音笔记录, 而后被转录为文字用于

后续分析。参考前人研究设计, 本实验将 MCT 时

长设计为 10 分钟, 而将 AUT 时长设计为 5 分钟

(Jiang et al., 2012; Lu et al., 2019)。最后, 被试完成

偏好组词任务以及 BPAQ、RIBS 和 MCBS 等量表

(见图 1)。 
 

 
 

图 1  实验 1 任务流程图 

 

2.4  实验结果 

2.4.1  情绪诱发的操纵检验 

为检验情绪诱发的有效性, 分别对 3 组被试的

情绪前后测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见表 1)。结果表明, 

愤怒组情绪唤醒度和愤怒情绪的后测水平显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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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前测, 且情绪愉悦度的后测水平显著低于前测。

悲伤组情绪愉悦度和唤醒度的后测水平显著低于

前测, 且悲伤情绪的后测水平显著高于前测。中性

情绪组的情绪无显著变化。这表明情绪诱发有效。 

 
表 1  实验 1 情绪操纵检验的描述统计(M ± SD) 

及差异检验结果 

实验条件 前测 后测 t (33) p 

愤怒情绪组     

愉悦度 6.18 ± 1.22 3.74 ± 1.58 8.80 0.000***

唤醒度 4.97 ± 1.57 5.91 ± 2.15 −2.26 0.030* 

愤怒 1.56 ± 0.93 5.18 ± 1.83 −10.80 0.000***

悲伤 2.74 ± 1.85 3.15 ± 1.86 −1.19 0.242 

悲伤情绪组     

愉悦度 5.65 ± 1.18 3.27 ± 1.40 8.41 0.000***

唤醒度 4.82 ± 1.31 3.56 ± 1.71 4.07 0.000***

愤怒 1.97 ± 1.64 2.62 ± 1.74 −1.55 0.131 

悲伤 2.03 ± 1.19 5.00 ± 1.81 −7.70 0.000***

中性情绪组     

愉悦度 5.62 ± 1.30 5.38 ± 1.21 1.19 0.224 

唤醒度 4.71 ± 1.36 4.59 ± 1.64 0.37 0.711 

愤怒 1.88 ± 1.30 1.79 ± 1.18 0.46 0.646 

悲伤 2.53 ± 1.85 2.62 ± 2.03 −0.26 0.795 

注: *p < 0.05, 表示 0.05 水平显著; ***p < 0.001, 表示 0.001 水

平显著。 

 
2.4.2  情绪对恶意创造力 (MCT)和一般创造力

(AUT)表现的影响 

以情绪分组为自变量, 对 MCT 的流畅性、新

颖性和伤害性进行单因素多元方差分析, Box's M = 

68.30, p < 0.001。该结果说明各因变量协方差矩阵

是非齐性的, 数据不适合做多元方差分析。故以情

绪分组为自变量, 对 MCT 的流畅性、新颖性和伤害

性分别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具体来讲 , 情绪对

MCT 流畅性的主效应显著, F (2, 99) = 14.80, p < 

0.0001, η2
p

 = 0.23。事后比较表明(Bonferroni)愤怒组

(M = 8.94, SD = 4.77)高于悲伤组(M = 6.32, SD = 

2.40, p = 0.005, Cohen’s d = 0.69)和中性情绪组(M = 

4.56, SD = 2.23, p < 0.001, Cohen’s d = 1.18), 悲伤

组和中性情绪组无显著差异(p = 0.096) (见图 2A)。

情绪对 MCT 新颖性的主效应显著, F (2, 99) = 15.83, 

p < 0.0001, η2
p

 = 0.24。事后比较表明愤怒组(M = 

9.79, SD = 7.73)高于悲伤组(M = 4.68, SD = 4.08, p 

< 0.001, Cohen’s d = 0.83)和中性情绪组(M = 2.91, 

SD = 2.43, p < 0.001, Cohen’s d = 1.20), 悲伤组和

中性情绪组无差异(p = 0.504) (见图 2B)。情绪对

MCT 伤害性的主效应显著, F (2, 99) = 4.01, p = 

0.021, η2
p = 0.08。事后比较表明愤怒组(M = 2.91, SD 

= 0.27)高于悲伤组(M = 2.65, SD = 0.44, p = 0.051, 

Cohen’s d = 0.71)和中性情绪组(M = 2.65, SD = 0.53, 

p = 0.044, Cohen’s d = 0.62), 悲伤组与中性情绪组

无显著差异(p = 1.00) (见图 2C)。 

以情绪分组为自变量, 对 AUT 的流畅性和新颖

性进行单因素多元方差分析, Box's M = 24.05, p < 

0.001。该结果说明数据不适合做多元方差分析, 故

以情绪分组为自变量, 对 AUT 的流畅性、新颖性分

别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具体来讲, 情绪对 AUT

流畅性的主效应显著, F (2, 99) = 6.43, p = 0.002, η2
p

 

= 0.12。事后比较表明愤怒组(M = 11.26, SD = 6.20)

高于中性情绪组(M = 7.26, SD = 3.44, p = 0.002, 

Cohen’s d = 0.80), 无其他显著差异(见图 2D)。情绪

对 AUT 新颖性的主效应显著, F (2, 99) = 7.84, p < 

0.001, η2
p

 = 0.14。事后比较表明愤怒组(M = 15.29, 

SD = 8.85)高于悲伤组(M = 11.21, SD = 5.50, p = 

0.042, Cohen’s d = 0.55)和中性情绪组(M = 8.91, SD 

= 5.23, p = 0.001, Cohen’s d = 0.88), 悲伤组和中性 
 

 
 

图 2  实验 1 不同情绪条件下的恶意创造力和一般创造力表现 
注: (A)MCT 流畅性; (B)MCT 新颖性; (C)MCT 伤害性; (D)AUT 流畅性; (E)AUT 新颖性。误差棒代表标准误。*p < 0.05,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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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组无显著差异(p = 0.489) (见图 2E)。 

将 BPAQ、RIBS 和 MCBS 得分作为协变量进

行协方差分析, 上述情绪分组的主效应依然显著: 

MCT 流畅性, F (2, 96) = 13.15, p < 0.001, η2
p = 0.22; 

MCT 新颖性, F (2, 96) = 13.52, p < 0.001, η2
p

 = 0.22; 

MCT 伤害性, F (2, 96) = 3.78, p = 0.026, η2
p

 = 0.07; 

AUT 流畅性, F (2, 96) = 6.33, p = 0.003, η2
p

 = 0.12; 

AUT 新颖性, F (2, 96) = 7.94, p = 0.001, η2
p = 0.14。 

2.4.3  内隐攻击性与情绪唤醒度中介效应的检验 

为检验情绪是否对内隐攻击性(IA)产生影响 , 

对 IA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情绪主效应

显著, F (2, 101) = 3.32, p = 0.040。事后比较表明, 

愤怒组(M = 9.62, SD = 3.27)显著高于悲伤组(M = 

7.91, SD = 3.21, p = 0.045, Cohen’s d = 0.53)和中性

情绪组(M = 7.62, SD = 3.85, p = 0.019, Cohen’s d = 

0.56)。 

为进一步检验愤怒情绪对恶意创造力和一般

创造力表现的影响是否通过影响 IA 实现, 将自变

量编码为虚拟变量(1 = 愤怒情绪组, 0 = 中性情绪

组), 以两个任务中的流畅性、新颖性和 MCT 伤害

性为因变量, 内隐攻击性任务得分为中介变量, 使

用 PROCESS 执行基于 Bootstrap 的中介效应分析

(Hayes, 2013; Hayes & Preacher, 2014)。样本量为

5000, 置信区间选择 95%。结果表明, 愤怒对 MCT

流畅性的直接效应显著, b = 3.84, p < 0.001, CI = 

[2.01, 5.67], 通过 IA 对 MCT 流畅性的间接效应显

著, b = 0.54, CI = [0.01, 2.07] (注: 2.00 × 0.27 = 0.54) 

(见图 3A); 愤怒对 MCT 新颖性的直接效应显著,  

b = 5.83, p < 0.001, CI = [3.08, 8.57], 通过 IA 对

MCT 新颖性的间接效应显著, b = 1.06, CI = [0.12, 

3.62] (见图 3B); 愤怒对 MCT 伤害性的直接效应显

著, b = 0.37, p = 0.007, CI = [0.10, 0.64], 通过 IA 对

MCT 伤害性的间接效应显著, b = 0.08, CI = [0.004, 

0.236] (见图 3C)。此外, 愤怒对 AUT 流畅性的直接

效应显著, b = 3.49, p = 0.009, CI = [0.91, 6.07], 通

过 IA 对 AUT 流畅性的间接效应不显著, b = 0.31, 

CI = [−0.31, 1.71]; 愤怒对 AUT 新颖性的直接效应

显著, b = 5.98, p = 0.002, CI = [2.27, 9.70], 通过 IA

对 AUT 新颖性的间接效应不显著, b = 0.40, CI = 

[−0.46, 1.94]。上述结果表明, IA 在愤怒情绪对恶意

创造力表现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但在愤怒

情绪对一般创造力表现的影响中无中介作用。 

对情绪唤醒度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 , 愤怒对

MCT 流畅性的直接效应显著, b = 3.80, p < 0.001, 

CI = [1.99, 5.62], 通过唤醒度对 MCT 流畅性的间

接效应显著, b = 0.58, CI = [0.08, 1.66] (见图 4A); 

愤怒对 MCT 新颖性的直接效应显著, b = 6.08, p < 

0.001, CI = [3.26, 8.89], 通过唤醒度对 MCT 新颖性

的间接效应显著, b = 0.80, CI = [0.08, 2.41] (见图

4B); 愤怒对 MCT 伤害性的直接效应显著, b = 0.42, 

p = 0.004, CI = [0.14, 0.69], 通过唤醒度对 MCT 伤

害性的间接效应不显著, b = 0.03, CI = [−0.03, 

0.18]。愤怒对 AUT 流畅性的直接效应显著, b = 2.58, 

p = 0.032, CI = [0.23, 4.92], 通过唤醒度对 AUT 流

畅性的间接效应显著, b = 1.22, CI = [0.27, 2.62] (见

图 4C); 愤怒对 AUT 新颖性的直接效应显著, b = 
 

 
 

图 3  实验 1 内隐攻击性在情绪与恶意创造力间的中介效应图 
注: *p < 0.05, 表示在 0.05 水平显著; **p < 0.01, 表示在 0.01 水平显著; ***p < 0.001, 表示在 0.001 水平显著。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 

()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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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实验 1 唤醒度在情绪与恶意创造力和一般创造力间的中介效应图 
注: *p < 0.05, 表示在 0.05 水平显著; **p < 0.01, 表示在 0.01 水平显著; ***p < 0.001, 表示在 0.001 水平显著。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 

()内为标准误。 
 

4.60, p = 0.008, CI = [1.23, 7.96], 通过唤醒度对

AUT 新颖性的间接效应显著, b = 1.79, CI = [0.42, 

3.91] (见图 4D)。上述结果表明, 情绪唤醒度在愤怒

对恶意创造力与一般创造力的流畅性和新颖性的

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 但在愤怒对恶意创造

力伤害性的影响中无中介作用。 

我们对悲伤情绪进行了同样的中介效应分析, 

将自变量编码为虚拟变量(1 = 悲伤情绪组, 0 = 中性

情绪组), 以两个任务中的流畅性、新颖性和 MCT 伤

害性为因变量, 内隐攻击性任务得分和情绪唤醒度

为中介变量。结果未发现任何显著的中介效应。 

2.5  简短讨论 

实验 1 主要发现如下: (1)愤怒情绪不仅能促进

一般创造力表现, 还能促进恶意创造力表现; (2)情

绪唤醒度和内隐攻击性均中介愤怒情绪对恶意创

造力表现的促进作用; (3)仅情绪唤醒度中介愤怒

情绪对一般创造力表现的促进作用。上述研究发现

回答了问题 1。这些发现不仅验证了前人研究的结

果——愤怒情绪会促进一般创造力表现(Baas et al., 

2011; Russ & Kaugars, 2001), 还进一步拓宽了学界

对愤怒情绪与恶意创造力表现之间关系的认识, 即

愤怒情绪亦会促进恶意创造力表现。需指出, 我们

发现在 MCT 流畅性上, 愤怒组高于悲伤和中性组; 

而在 AUT 流畅性上, 仅有愤怒组高于中性组。基于

上述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我们推测, 愤怒情绪导致

个体内隐攻击性提升, 而内隐攻击性的提升会促进

个体的恶意创造力表现, 但对一般创造力表现却没

有影响。这种额外的促进作用, 可能进一步扩大了

愤怒个体与悲伤个体在恶意创造力任务上的表现

差距。此外, 情绪唤醒度中介了愤怒情绪对恶意创

造力和一般创造力表现(流畅性和新颖性)的影响 , 

而内隐攻击性中介了愤怒情绪对恶意创造力三个

指标(流畅性、新颖性和伤害性)的影响。这表明愤

怒情绪通过不同路径对恶意创造力和一般创造力

表现产生影响, 内隐攻击性是愤怒情绪影响恶意创

造力表现的特有路径。 

3  实验 2: 愤怒情绪调节策略对削弱
恶意创造力的作用 

3.1  被试 

共招募 120 名被试, 其中女性 90 名, 男性 30

名(年龄: M = 20.40 岁, SD = 2.02 岁)。被试被随机

分入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和控制组 3 组, 性别比例

在组间平衡(每组女性均为 30 人, 男性均为 10 人)。 

3.2  实验任务和工具 

使用两个 MCT 测量个体情绪调节前后的恶意

创造力表现。预实验结果表明两个 MCT 在难度、熟

悉度、恶意度等方面无显著差异(任务难度: t (29) = 

1.56, p = 0.13; 恶意程度: t (29) = 0.95, p = 0.35; 熟

悉程度: t (29) = −0.11, p = 0.92)。这保证了两个

MCT 的同质性。被试同样要完成偏好组词任务、

SAM、PANAS、BPAQ (本实验中 Cronbach’s α = 

0.86)、RIBS (本实验中 Cronbach’s α = 0.81)和

MCBS 等量表(本实验中 Cronbach’s α = 0.86)。 

3.3  实验程序 

如图 5 所示, 被试先完成前测 SAM 和 PA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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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 , 被试通过完成自传体回忆任务诱发愤怒情

绪。情绪诱发后, 被试完成后测 SAM 和 PANAS, 以

及 1 个前测 MCT (5 分钟)。而后, 在情绪调节阶段, 

认知重评组和表达抑制组被试使用对应情绪调节

策略对愤怒情绪进行调节(3 分钟); 控制组被试仅

完成抄写任务(3 分钟), 抄写内容选自说明文《一门

丰产的科学——物候学》。情绪调节后, 被试完成情

绪调节任务难度自评、后测 SAM 和 PANAS, 以及

1 个后测 MCT (5 分钟)。最后, 被试完成偏好组词

任务、BPAQ、RIBS 和 MCBS。 

 

 
 

图 5  实验 2 任务流程图 

3.4  实验结果 

3.4.1  情绪诱发与调节的操纵检验 

对情绪调节任务的难度评分进行单因素方差

分析。结果表明 , 情绪调节策略的主效应不显著 ,  

F (2, 117) = 0.61, p = 0.546。该结果表明认知重评任

务(M = 3.48, SD = 1.69)、表达抑制任务(M = 3.85, 

SD = 2.23)和抄写任务(M = 3.33, SD = 2.57)在难度

上没有显著差异。 

情绪诱发的结果表明, 3 组被试均有效诱发了

低愉悦度、高唤醒度的愤怒情绪。情绪调节的结果

表明 , 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均可提高情绪的愉悦

度、降低唤醒度, 对愤怒情绪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

(见表 2 所示)。 

3.4.2  情绪调节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 

以情绪调节策略为组间自变量 , 前后测(情绪

诱发后为前测, 情绪调节后为后测)为组内自变量, 

对 MCT 的流畅性、新颖性和伤害性进行两因素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 , 在流畅性上 , 前后测主效应显著 ,  

F (1, 117) = 5.89, p = 0.017, η2
p = 0.05, 具体表现为

前测(M = 7.03, SD = 3.12)显著低于后测(M = 7.68, 

SD = 2.84, p = 0.017, Cohen’s d = 0.22; Bonferroni 矫 
 

表 2  实验 2 愤怒情绪诱发与情绪调节检验的描述统计(M ± SD)及方差分析结果 

实验条件 前测 诱发后测 调节后测 F(2, 78) p 事后比较 

认知重评       

愉悦度 6.25 ± 1.35 4.15 ± 1.33 5.93 ± 1.10 40.77 0.000*** 前测>诱后*** 

诱后<调后*** 

唤醒度 4.65 ± 1.75 5.33 ± 2.07 4.40 ± 1.39 3.50 0.035* 诱后>调后* 

愤怒 1.63 ± 1.01 4.15 ± 1.72 1.98 ± 1.03 60.64 0.000*** 前测<诱后*** 

诱后>调后*** 

表达抑制       

愉悦度 6.38 ± 1.31 4.25 ± 1.37 5.03 ± 1.39 42.54 0.000*** 前测>诱后*** 

前测>调后** 

诱后<调后*** 

唤醒度 4.85 ± 1.31 5.93 ± 1.64 4.25 ± 1.50 12.23 0.000*** 前测<诱后* 

诱后>调后*** 

愤怒 1.70 ± 0.94 4.47 ± 1.75 2.88 ± 1.47 54.97 0.000*** 前测<诱后*** 

前测<调后** 

诱后>调后*** 

控制组       

愉悦度 6.25 ± 1.71 4.33 ± 1.54 4.28 ± 1.78 25.17 0.000*** 前测>诱后*** 

前测>调后*** 

唤醒度 4.72 ± 1.31 5.50 ± 1.95 5.15 ± 1.96 2.02 0.14  

愤怒 1.79 ± 1.18 4.35 ± 2.34 4.00 ± 2.92 24.11 0.000*** 前测<诱后*** 

前测<调后*** 

注: *p < 0.05, 表示 0.05 水平显著; **p < 0.01, 表示 0.01 水平显著; ***p < 0.001, 表示 0.001 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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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下同); 情绪调节策略主效应不显著, F (2, 117) = 

1.11, p = 0.333; 情绪调节策略与前后测的交互效

应不显著, F (2, 117) = 1.96, p = 0.145 (见图 6A)。将

BPAQ、RIBS 和 MCBS 得分作为协变量进行协方

差分析, 前后测的主效应不显著, F (1, 114) = 1.31, 

p = 0.26。 

在新颖性上, 前后测主效应不显著, F (1, 117) = 

0.02, p = 0.885; 情绪调节策略主效应不显著, F (2, 

117) = 2.53, p = 0.084; 情绪调节策略与前后测交互

效应显著, F (2, 117) = 3.25, p = 0.042, η2
p

 = 0.05。简

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 在前测上, 3 组无显著差异

(ps > 0.1); 在后测上, 认知重评组(M = 7.20, SD = 

4.67, p = 0.003, Cohen’s d = 0.66)和表达抑制组(M = 

7.63, SD = 4.71, p = 0.010, Cohen’s d = 0.57)均显著

低于控制组(M = 10.45, SD = 5.13), 无其他显著差

异(ps > 0.1) (见图 6B)。其次, 对 3 组的新颖性分别

进行前后测比较, 发现认知重评组和表达抑制组在

前测和后测上无显著差异(ps > 0.1), 控制组在前测

(M = 8.48, SD = 4.27)和后测上存在边缘显著差异

(M = 10.45, SD = 5.13; p = 0.05, Cohen’s d = 0.42) 

(见图 6B)。将上述量表得分作为协变量进行协方差

分析, 交互效应依然显著, F (2, 114) = 3.96, p = 

0.022, η2
p = 0.07。 

在伤害性上, 前后测主效应显著, F (1, 117) = 

27.79, p < 0.001, η2
p

 = 0.19, 情绪调节策略主效应不

显著, F (2, 117) = 2.35, p = 0.100, 情绪调节策略与

前后测交互效应显著, F (2, 117) = 3.91, p = 0.023, 

η2
p

 = 0.06。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在前测上, 3 组无显

著差异(ps > 0.1); 在后测上, 认知重评组(M = 2.26, 

SD = 0.36, p < 0.001, Cohen’s d = 0.80)和表达抑制

组(M = 2.26, SD = 0.31, p < 0.001, Cohen’s d = 0.85)

均显著低于控制组(M = 2.57, SD = 0.41), 无其他显

著差异(ps > 0.1) (见图 6C)。其次, 对 3 组的伤害性

分别进行前后测比较, 认知重评组在前测(M = 2.63, 

SD = 0.59)和后测上存在显著差异(M = 2.26, SD = 

0.36; p < 0.001, Cohen’s d = 0.76), 表达抑制组在

前测(M = 2.72, SD = 0.52)和后测上存在显著差异

(M = 2.26, SD = 0.31; p < 0.001, Cohen’s d = 1.07), 

控制组在前后测上无显著差异(ps > 0.1) (见图 6C)。

将上述量表得分作为协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 前后

测主效应依然显著, F (1, 114) = 8.61, p = 0.004, η2
p

 = 

0.07; 交互效应依然显著, F (2, 114) = 4.45, p = 

0.014, η2
p = 0.07。 

综上结果, 相比于控制组, 在经历过认知重评

与表达抑制等情绪调节策略后, 被试在恶意创造力

任务上的新颖性和伤害性得分降低了。 

3.4.3  内隐攻击性中介效应的检验 

为考察愤怒情绪调节是否对 IA 产生影响, 对

IA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情绪调节策略

主效应显著, F (2, 119) = 6.75, p = 0.002。事后比较

表明, 控制组(M = 10.65, SD = 3.22)显著高于认知

重评组(M = 8.88, SD = 2.45, p = 0.005, Cohen’s d = 

0.62)和表达抑制组(M = 8.55, SD = 2.51, p = 0.001, 

Cohen’s d = 0.73), 认知重评组和表达抑制组之间

无显著差异(p = 0.598)。 

为进一步检验情绪调节策略对愤怒个体的恶

意创造力表现的影响是否通过影响内隐攻击性来

实现, 采用相对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方法进行检

验。以控制组为参照 , 将自变量编码为虚拟变量, 

以后测 MCT 的流畅性、新颖性和伤害性为因变量, 

IA 得分为中介变量, 使用 MEDIATE 插件(Hayes & 

Preacher, 2014)执行基于 Bootstrap 的偏差校正的非

参数百分位法。样本量为 5000, 置信区间选择

95%。结果表明, 在流畅性上, 认知重评策略对流 
 

 
 

图 6  实验 2 不同情绪调节策略条件下的前后测任务表现 
注: (A)MCT 流畅性; (B)MCT 新颖性; (C)MCT 伤害性。误差棒代表标准误。*p < 0.05,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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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性的直接效应不显著, b = −0.61, p = 0.390, 通过

IA 对流畅性的间接效应显著 , b = −0.49, CI = 

[−1.16, −0.06] (见图 7A); 表达抑制策略对流畅性

的直接效应不显著, b = −1.02, p = 0.157, 通过 IA

对流畅性的间接效应显著, b = −0.58, CI = [−1.32, 

−0.10] (见图 7B)。在新颖性上, 认知重评策略对新

颖性的直接效应显著, b = −2.34, p = 0.032, 通过 IA

对新颖性的间接效应显著, b = −0.91, CI = [−1.98, 

−0.19] (见图 7C); 表达抑制策略对新颖性的直接效

应不显著, b = −1.75, p = 0.111, 通过 IA 对新颖性的

间接效应显著, b = −1.07, CI = [−2.27, −0.28] (见图

7D)。在伤害性上, 认知重评策略对伤害性的直接

效应显著, b = −0.22, p = 0.006, 通过 IA 对伤害性

的间接效应显著, b = −0.08, CI = [−0.15, −0.02] (见

图 7E); 表达抑制策略对伤害性的直接效应显著, b = 

−0.21, p = 0.010, 通过 IA 对伤害性的间接效应显著, 

b = −0.10, CI = [−0.18, −0.03] (见图 7F)。上述结果

表明, IA 在认知重评策略与表达抑制策略对恶意创

造力表现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3.4.4  情绪唤醒度中介效应的检验  

对情绪唤醒度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 分析方法

同上。结果表明, 在流畅性上, 认知重评策略对流

畅性的直接效应不显著, b = −0.52, p = 0.431, 通过

唤醒度对流畅性的间接效应显著, b = −0.58, CI = 

[−1.13, −0.01] (见图 8A); 表达抑制策略对流畅性

的直接效应不显著, b = −0.90, p = 0.174, 通过唤醒

度对流畅性的间接效应显著, b = −0.70, CI = [−1.27, 

−0.13] (见图 8B)。在新颖性上, 认知重评策略对新

颖性的直接效应显著, b = −2.21, p = 0.026, 通过唤

醒度对新颖性的间接效应显著 , b = −1.04, CI = 

[−1.97, −0.02] (见图 8C); 表达抑制策略对新颖性

的直接效应不显著, b = −1.57, p = 0.113, 通过唤醒

度对新颖性的间接效应显著, b = −1.25, CI = [−2.24, 

−0.21] (见图 8D)。在伤害性上, 认知重评策略对伤

害性的直接效应显著, b = −0.28, p = 0.001, 通过唤

醒度对伤害性的间接效应不显著, b = −0.03, CI = 

[−0.08, 0.003]; 表达抑制策略对伤害性的直接效应

显著, b = −0.28, p = 0.001, 通过唤醒度对伤害性的

间接效应不显著, b = −0.03, CI = [−0.09, 0.01]。上

述结果表明, 情绪唤醒度在认知重评策略与表达抑

制策略的对恶意创造力表现的流畅性和新颖性的影

响中起中介作用, 在对伤害性的影响中无中介作用。 

 

 
 

图 7  实验 2 内隐攻击性在认知重评、表达抑制与恶意创造力间的中介效应图 
注: *p < 0.05, 表示在 0.05 水平显著; **p < 0.01, 表示在 0.01 水平显著; ***p < 0.001, 表示在 0.001 水平显著。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 

()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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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实验 2 情绪唤醒度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与恶意创造力间的中介效应图 
注: *p < 0.05, 表示在 0.05 水平显著; **p < 0.01, 表示在 0.01 水平显著; ***p < 0.001, 表示在 0.001 水平显著。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 

()内为标准误。 

 

3.5  简短讨论 

实验 2 的主要发现如下: 在诱发愤怒情绪后, 

(1)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均能有

效降低个体的愤怒情绪唤醒水平和内隐攻击性水

平; (2)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均能有效削弱愤怒个体的

恶意创造力表现(观点新颖性和伤害性); (3)情绪唤

醒度和内隐攻击性均中介了情绪调节策略对愤怒

个体的恶意创造力表现的影响。上述发现回答了问

题 2, 即情绪调节策略能够有效削弱愤怒个体的恶

意创造力表现。需要注意的是, 本实验仅在观点新

颖性和伤害性上观察到了情绪调节策略对愤怒个

体的恶意创造力表现的削弱作用, 而在观点流畅性

上没有类似发现。这可能意味着情绪调节策略对愤

怒个体恶意创造力表现的削弱作用, 主要体现在质

的方面而不是量的方面。换言之, 弱化个体的愤怒

情绪, 虽不能减少个体所生成恶意观点的数量, 却

可降低个体所生成观点的伤害性和新颖性。此外, 

上述发现也进一步证明情绪唤醒度和内隐攻击性

两条路径, 对愤怒情绪影响恶意创造力表现具有重

要作用。 

4  讨论 

综合本研究结果, 愤怒情绪能够促进恶意创造

力表现, 而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情绪调节策略

能够有效削弱愤怒个体的恶意创造力表现。情绪唤

醒度和内隐攻击性均中介了愤怒情绪对恶意创造

力表现的促进作用, 同时还中介了情绪调节策略对

愤怒个体的恶意创造力表现的削弱作用。此外, 效

应 量 分 析 表 明 本 研 究 主 要 结 果 的 效 应 量 处 于 中 

等及以上水平 , 意味着本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可 

靠性。 

两个实验均表明内隐攻击性和情绪唤醒度是

愤怒情绪影响恶意创造力表现的两条重要作用路

径。其中, 情绪唤醒度是愤怒影响恶意创造力和一

般创造力的一条通用路径。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

因。一方面, 在创造性活动中, 个体需要保持一定

程度的认知激活水平以提高认知系统的参与度, 从

而维持与目标相关的注意与努力(Byron et al., 2010; 

Gilet & Jallais, 2011)。愤怒是一种高唤醒度的情绪

状态, 可增强个体的认知激活水平并调用更多认知

资源参与到当前任务中, 从而提升个体的创造力表

现。另一方面, 已有研究发现愤怒(高唤醒度)会激

活更广泛的语义网络(Gilet & Jallais, 2011), 而悲伤

(低唤醒度)会抑制语义网络激活(Bless et al., 1992; 

Bolte et al., 2003)。广泛的语义激活有助于个体在不

同类别与概念间找到新联系, 进而促进新颖观念的

生成, 提升创造力表现(Friedman & Förster, 2010)。

上述两方面原因或可解释为何情绪唤醒度是愤怒

情绪影响创造力(包括一般创造力和恶意创造力)的

通用路径。 

内隐攻击性可能是愤怒情绪影响恶意创造力

表现的一条特异性路径。实验 1 发现内隐攻击性虽

然不能中介愤怒情绪对一般创造力表现的影响, 却

能中介愤怒情绪对恶意创造力表现的影响。两个实

验均发现, 只有内隐攻击性能够中介愤怒情绪对观

点伤害性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 愤怒情绪与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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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紧密联系 (Anderson et al., 1996; Berkowitz, 

1990; Roseman et al., 1994)。一方面, 愤怒情绪会干

扰包括道德推理与判断在内的高级认知加工过程

(Anderson & Bushman, 2002); 另一方面, 愤怒情绪

也可能为攻击性行为提供理由, 使个体产生错误的

情 绪 归 因 , 进 而 提 升 攻 击 性 水 平 (Anderson & 

Bushman, 2002)。也即, 愤怒情绪可能干扰了个体

关于攻击性行为的道德判断和情绪归因, 进而诱发

了高水平的内隐攻击性, 使其更加倾向于探索具有

伤害性的观点。为了顺利达成伤害目的, 个体则倾

向于思考更多、更新颖(出人意料)的伤害性观点。 

研究结果发现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情绪

调节策略均能有效降低愤怒个体的情绪唤醒度以

及内隐攻击性水平。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 情绪

调节策略引起的情绪唤醒度和内隐攻击性水平的

降低, 能有效降低愤怒个体恶意创造力的观念流畅

性和新颖性; 且内隐攻击性水平的降低还能有效削

弱观念伤害性。上述研究发现不仅证明认知重评和

表达抑制策略能有效弱化愤怒个体的恶意创造力

表现, 还进一步揭示了其作用机制, 即通过弱化情

绪唤醒度和内隐攻击性水平来削弱愤怒个体的恶

意创造力表现。 

本研究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理论上, 

丰富了恶意创造力影响因素的研究, 为愤怒情绪对

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及潜在作用机制提供了证据与

解释。实践上, 证实了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可

有效削弱愤怒个体的恶意创造力表现。同时, 强调

了调节愤怒情绪对避免或降低创造力阴暗面(恶意

创造力)引起的社会危害的必要性, 于个人和社会

都有一定的启发。 

本研究存在以下几点局限。首先, 为使各条件

在任务顺序上一致, 以便于不同条件之间任务表现

的比较, 实验 1 将任务顺序设置为固定顺序, 而没

有平衡任务顺序。任务顺序对实验结果的潜在效应

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检验。第二, 考虑情绪诱发的

准确度与生态效度, 本研究仅采用自传体回忆任务

来诱发情绪。后续研究可采用其他情绪诱发方式, 

如结合视觉、听觉等通道的材料诱发, 或通过表情、

姿势的具身诱发等。第三, 本研究选取了两种最为

常用且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未来研究可选择加入

其他类型的情绪调节策略, 如回避、注意分散的情

绪调节策略等, 比较不同情绪调节策略的效果。最

后, 本研究样本中女性被试占比较大。关于愤怒情

绪对恶意创造力表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是否存

在性别差异, 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探讨。 

5  结论 

(1)愤怒情绪不仅促进一般创造力表现 , 而且

促进恶意创造力表现。 

(2)内隐攻击性和情绪唤醒度是愤怒情绪影响

恶意创造力表现的两条重要作用路径。其中, 内隐

攻击性路径对愤怒情绪影响恶意创造力表现具有

特异性(相对于一般创造力)。 

(3)认知重评策略和表达抑制策略可有效调节

愤怒情绪, 削弱愤怒个体的恶意创造力表现, 而内

隐攻击性和情绪唤醒度在情绪调节策略削弱愤怒

个体恶意创造力表现过程中起着重要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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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levolent creativity involves the application of novel ideas to purposely harm others. Instances of it 

appear everywhere in daily life, such as fraud and money laundering. It is necessary to unveil the factors that can 

impact malevolent creativity and develop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to reduce its potential harm to society.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malevolent creativity can be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unfair situation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motivational orientation. Given that malevolent creativity requires individuals to 

harm others and aggressive behaviours often result from anger,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anger might be an 

important factor behind malevolent creativity. Moreover, considering that anger can stimulate general creativity 

through emotional arousal and be strongly relevant to implicit aggression, both emotional arousal and implicit 

aggression might play key roles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nger and malevolent creativity. If anger can enhance 

malevolent creativity,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impact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on the malevolent 

creativity of angry individuals is a significant and novel research topic. The current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anger on malevolent creativity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and to determine whether such an effect 

could be modulated by strategies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Study 1, in which a total of 102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ed, had a single between-participant factorial 

design (emotion: anger vs. sadness vs. neutral emotion). There were 34 participants in each group. Participants 

in the anger and sadness groups were asked to complete the 5-min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task to induce 

corresponding emotions, and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neutral emotion group were instructed to complete a 5-min 

control task (record the schedule for the day in detail). Next,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solve one 10-min 

malevolent creativity problem (adapted realistic presented problem) and one 5-min general creativity problem 

(alternative uses task) in each group. Participants’ implicit aggression was assessed using the preference-phrase 

method. Study 2, in which a total of 120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ed, had a single between-participant factorial 

design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cognitive reappraisal vs. expressive suppression vs.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40 participants in each group. All participants were first asked to induce anger using the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task, and then solve one 5-min malevolent creativity problem. Next, participants in the emotion 

regulation groups were asked to regulate anger using the rela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3 min), while 

participa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asked to complete a 3-min copying task. After the session of emotion 

regulation, all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solve another 5-min malevolent creativity problem. Participants’ 

implicit aggression was assessed as in Study 1. 

In Study 1,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nger group had higher levels of general creative performance, 

malevolent creative performance, and implicit aggression, than the sadness and neutral emotion groups. 

Additionally, emotional arousal mediated the effect of anger on both general creative performance and malevolent 

creative performance (idea fluency and originality), whereas implicit aggression merely mediated the effect of 

anger on malevolent creative performance (idea fluency, originality, and malevolence). In Study 2,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nger in the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expressive suppression group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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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 regulation. No similar result was observed for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s of malevolent creative performance and implicit aggression than the other groups. While implicit 

aggression mediated the effect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on idea fluency, originality, and malevolence of 

malevolent creative performance, emotional arousal merely mediated the effect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on idea fluency and originality. These results were independent of control factors such as individual creative 

potential, malevolent creative potential, and aggression in daily life.  

In conclusion,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nger can stimulate individual malevolent creativity through both 

implicit aggression and emotional arousal pathways.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expressive suppression can effectively impair the malevolent creativity of angry individuals. Theoretically,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research field of malevolent creativity and provides evidence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effect of anger on malevolent creativity and its potential mechanism. In practice, this study confirms that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expression inhibition strategies can effectively weaken the malevolent creativity of angry 

individuals. This emphasises the necessity of regulating anger to avoid or reduce the social harm resulting from 

malevolent creativity. 

Key words  malevolent creativity, anger, emotional arousal, implicit aggression, emotion regulation 

 


